
 

当前位置：首页 > 研究专题 > 汪精卫政权 > 论文 

伪满洲国时期日伪对赫哲族的殖民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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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摘要]伪满洲国建立后，为了加强对赫哲族的殖民统治，日伪对赫哲族实行了军事上“集村并户”，经济上

“出荷”渔猎产品并实行生活必需品的配给制，同时利用鸦片来毒害赫哲族身心健康，并诱惑赫哲族做人体试

验。日伪残暴和野蛮的统治，使赫哲族受尽了奴役和摧残，以致在沦陷为殖民地的14年里，赫哲族的人口大幅

度地减少，民族濒临灭绝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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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伪满时期日伪有计划、有目的地加紧对赫哲族的殖民统治，使赫哲族的生存与发展经历了严重的危机。 

                                                                                                                                             一 

 

        伪满洲国建立后，日本为稳固殖民统治，在血腥镇压和“讨伐”东北各地抗日武装力量的同时，为切断

抗日武装与广大人民群众的联系，将抗日武装困死在山林，还实行了许多残暴的法西斯政策，其中最主要的是

“集村并户”。即将分散居住在抗日游击区的广大人民群众强行驱赶到指定的集聚点，组成较大的村落，形成

日伪军、警、宪、特直接控制下的“集团部落”，实行严酷的法西斯殖民统治。居住在中苏边境的赫哲族人民

也成为“集村并户”政策的实施对象。赫哲族人民生息、繁衍、劳动在三江流域(黑龙江、松花江、乌苏里

江)，以渔猎为生，勇猛矫健，因此，日本学者称其为“通古斯的雄族”。［1］由于《中俄北京条约》的签

订，沙俄割占了我国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这样，世居于该区的赫哲族也被划

归沙俄管辖，赫哲族因而成为中俄两国的跨界民族。因此，“日伪统治时期，把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沿岸地带，

看作是侵苏的基地，因而军事人口迅速增加，驻扎的关东军人数都在10万人以上，和平居民受到日伪的迫害，

有很多人被迫离开了这个边境地带”。［2］另外，“从群体的构成来看，主要赫哲群体、奇勒尔群体的大部

分划归了沙皇俄国，而阿卡尼群体和部分奇勒尔仍居我国境内”。［3］鉴于此，如何防止赫哲族的“通苏”

并利用其来对抗苏俄，是日伪十分注重的问题。 

        赫哲族的传统生计是“夏捕鱼为粮，冬捕貂易货”，［4］以渔猎为生的赫哲族离不开江河。日伪为防

止、切断赫哲族与东北抗日联军的联系和与苏联的交流，对其采取了“分而治之”的统治政策，从“1939年

起强迫住在抚远县城以西、王家店以东沿江地区的赫哲族和少数汉族渔民集中于八岔屯，实行了‘坚壁清

野’、‘集家并屯’的反动措施，强迫赫哲人归集团部落，与汉族及其他各族人民分割开来”。［5］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伪对赫哲族再一次采取了更为彻底的“坚壁清野”措施。1941年末，日伪在滴水

成冰的隆冬季节，强迫“世居富锦、抚远等县沿江地区的赫哲族”迅速离开原住地，归并到“集团部落”。



［6］此次临时紧急迁移，使赫哲族根本没有时间准备口粮和衣物用品，他们忍受着寒冷和饥饿，在刺刀的威

逼下“迁居到100里外荒无人烟的一、二、三3个集团部落，不许与其他民族交往”。［7］一部落位于勤得利

屯东南方浓江河南岸(现在鸭绿江农场的正南4公里处);二部落位于勤得利屯的正南方向浓江河北岸(现在浓江河

农场的正南25公里处);三部落位于街津口屯正南方向青龙河东岸(现在青龙山农场场部西南3公里处)。这三个部

落距离江边40至50公里，这些赫哲族民众被迫离开了世代居住的家园，只带着简单的生活用品，扶老携幼地

来到了“荒草杂生、满目荆棘的深山之中。最初日本人还配给他们一些已经发霉的粮食，但是以后却连这样的

粮食也停止配了”，只好“步行到百余里地以外的同江、勤得利等地去背粮。没有衣服穿，日本人配给他们的

‘更生布’一穿就破很不耐用，许多成年的姑娘都穿不上衣服。他们没有被褥，没有炕席，冬天完全是靠烧木

柴取暖，许多人家夜晚睡觉都是浑身滚，有的披麻袋，枕‘塔头’。部落的环境卫生坏极了，没有任何的医疗

设备，生了病只好等着死亡”。［8］ 

        赫哲族原住区的天然渔猎场，却由于赫哲族的被迫迁移而遭到废弃。如“三江口东岸附近，是清末赫哲

人村寨，亦名齐齐喀，民国初，有赫哲人5户，满洲国末年归并部落，村址遂弃”。［9］其特有的民间说唱艺

术“特伦固”也反映了这一时期的生活，如“难忘的康德四年哪，矮个子(“矮个子”，是赫哲族内部对日本

人的称呼，怕直呼日本人被知道后受到惩罚，所以用“矮个子”来代替)们强迫我们赫哲人归部落。没有吃

的，没有穿的，遇到生长‘冬青’(“冬青”是一种生长在树上的植物，人若是吃多了容易胖肿，当时没有粮

食就用它来充饥)的树爬上摘下来煮着吃，走到了‘老邓?’(“老邓”即鹭鸶，这种鸟成群结队在树林中筑巢

集居，当地人将集居鹭鸶的林子叫“老邓?”)，掏下蛋 

来充饥，青年男女死的无数”。［10］(p.10)对于离中苏边境较远的赫哲民众，虽没有被迁移到这三个部落，

但也遭到日伪的“集村并户”。如敖其赫哲族村“在20世纪的40年代初，赫哲族由在江边的旧敖其被迫迁至

现在的新敖其，并逐渐地形成了以葛依克勒氏族为主体的敖其赫哲族村。因为当时是和日本人闹翻了，被日本

人所并屯，为了防止抗日而迁到新的地址的。没有住的，自己想办法，而且当时有日本人监视，日本人挖大

沟，有官兵看守着，东、西大门一关，有更夫和汉奸，他们都带枪。”(没有注明出处的资料均来自作者2009

年7月的实地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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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8年，日本人在赫哲族聚集地设立了“满洲畜产品株式会社”，取消了赫哲族贸易的自由，规定一切

山货皮毛和渔业产品，统统由“满洲畜产品株式会社”收买，不许自由出卖。“满洲畜产品株式会社”依靠它

的政治势力，不仅压低价格进行骗取，而且强迫赫哲族将渔产品全部交出，换回不等价的粮食和日用品，而剩

余的钱作为“储金”不能自由使用。赫哲族人明明知道“满洲畜产品株式会社”所收购的渔猎产品价格低廉，

但又不敢私下出卖，因为警察看守得很严，一旦发现，不是处罚就是挨打。 

        1941年12月22日，日本为全面统治伪满洲国的经济，强化伪满洲国战时经济体制以全力支援日本的侵略

战争，特制订了《战时紧急经济方案要纲》，其目的在于加快对中国东北战略物资的掠夺，加强日本本土和日

军战场的物资供给。《战时紧急经济方案要纲》关于农副产品要求应积极增产、征收，为做到最大限度的对日

输出，对伪满洲国要进一步加强国内配给制。1943年1月20日，日伪当局又策划制定了《战时紧急农产物增产

方案要纲》，规定对伪满洲国农业资源要全面控制和掠夺，实行“粮谷出荷”和严格的消费限制以及严密的配

给制度。伪满当局规定，农民必须向伪满洲国农村统治机构的“兴农合作社”交售“出荷”粮。当然，日伪对

赫哲族的渔猎产品也绝不会放过。“兴农合作社”根据赫哲族“出荷”的渔猎产品的数量“再配给布、米等

物，否则这些必需品是买不到的”。“兴农合作社”将收购来的渔产品，“在勤得利设渔业加工厂，大量加工

各种干鱼批子后，再运往内地销售”。渔产品的收购价格，“鲤鱼每斤七、八分钱;鳇鱼每斤1角2分钱;大马哈

70鱼每条8角到1元”。［11］不仅价格低廉，而且常被警察、特务勒索。 

至于猎产品，虽然不是“出荷”中严格要求的项目，但出售的价格很低。商人为了获取暴利，想方设法压低皮

张、鹿茸的价格收购或赊购。在伪满时期，富锦县有一家“惠记皮庄”，就是以专门经销赫哲族的皮张、鹿茸

而著称。赫哲人出售猎产品时，已经把价格报得很低，但货商仍不满意，一再压低价格，赫哲人无奈，只好廉

价卖给他们。［12］ 

        渔猎产品的“出荷”使得赫哲族人们的生活更加贫困，被迫改变原有的渔猎生产方式。到伪满后期除了

下八岔、大屯的赫哲族仍然从事渔猎生活外，其余各地的赫哲族大多数都集中在宝清县内一、二、三部落及饶



河境内的哈马河子和四排村，他们当中很少进行渔猎，而大多数是从事农耕的雇工。至于从事农耕雇工的原

因，20世纪50年代的调查报告说:“早年打鱼没处卖，分着吃，几家合起来打大网，到他20余岁时就没有人打

大网，会织网的老年人也更没有了，年轻人不会做，而且用丝麻作大网，有的人家买不起丝麻，一家一户也置

办不起。打围又没有枪马，唯一的办法就是给汉族打渔的当小股子。那时打渔，打围不像以前集体合伙去，有

网、有枪马的人家只和自己的至亲密友组织集体狩猎，外人不得参加。这样没有枪马、船网的人家大人不能渔

猎，小孩又学不到渔猎的技术，生活又困难，大人只好去扛活，小孩子也只好去放猪”。［10］(p.66)由此可

知当时赫哲族改变原有的渔猎生产方式的主要原因是失去渔猎生产资料，加上渔猎生产不稳定，此外赫哲族好

不容易获得的渔猎产品又被“出荷”，这一切都迫使他们只好当雇工。据笔者采访所知，“日本人每天晚上把

所有的渔船用锁锁上，把桨和摇橹板全部搜集到一起送到警察分所去。渔民每天外出打鱼都得按照日本人规定

的时间回来。如不按时回来，轻者挨骂，重者被毒打。因此，这里的赫哲族是无心去打鱼生产的。那时下八岔

乡约40户人家，只有渔船七只，虽有滚钩，但没有一件像样的好拉网。没有车和好的雪橇，个别人家只好使用

较原始的狗爬犁为交通工具。而且卖完鱼都要交税，警察署和警察长以及狱警都要收钱的，不管你打没打到鱼

都要收取这样的费用”。“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时期，本区的水产资源被‘网东’占有，渔民们用血汗捕来的

劳动果实，有40%交到‘网东’的手里，警察、特务也任意敲诈勒索渔民，日本帝国主义为了进一步吸尽人民

的血汗，还成立了‘渔民组合’，贱价收买渔民的鱼，用罚款、没收等苛刻制度限制渔民自由外卖，更严重的

是给每个渔民规定一定的‘出荷’(上缴)数量，在这样残酷剥削和压榨下，渔民生活极为痛苦，渔业生产陷于

不振”。［13］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伪实行严格的配给制度，这样赫哲族的商业便被日寇所独占，赫哲族的经济生活

被完全控制。“自1943年后，就连每月配给橡子面十斤，盐油、火柴等配给也不能保证了。而赫哲人所需的

日用品全是依靠配给，如油、盐、布、粮食等”。［10］(p.84)配给的数量很少而且逐年下降，即使饿死人也

不准到黑市上私买粮食，否则以“经济犯”的罪名被施以刑法。“出荷”和配给制度造成的凄惨状况触目惊

心，人们普遍以“豆腐渣、糠、草根等充饥”，［14］饿死的现象严重，而地处偏远的三个部落的赫哲族更是

惨之又惨。 

                                                                                                                                                       三 

 

        伪满洲国时期，“日寇为了防备赫哲人与抗日联军来往，并收买为其效劳，将赫哲人集中于深山密林，

允其种植吸食鸦片，并发给枪支狩猎，兼以巡查及搜捕抗联人员，已达到其以华制华之目的”。［15］因为鸦

片的种植可以给日伪带来不菲的利润，因此在边界地区和深山老林多有种植。如1935年种植鸦片面积约3万

亩，日伪从中获种植税20万元。在地处边陲的饶河地区，人稀地广，森林茂密，便于匿藏，是鸦片的重要产

区。 

        居住在饶河县内的赫哲族人民，也要被日伪强制种植鸦片。有的人逐渐开始吸食鸦片。据1938年饶河县

公署资料记载，“全县成年人吸食鸦片者达55%以上，另外赫哲族聚居的桦川、富锦、同江、抚远等北满各县

也是鸦片重要产地，1936年为保证边境地带安全，稳定社会秩序，对上述地区的种植面积有所限制，但仍允

许种植罂粟14870垧，年产鸦片1965031两，加上三江沿岸其他地方所产之鸦片，总产量保持在71300万两左

右”。［16］ 

        早在1932年秋，伪满总务厅长官驹井德三就在报纸上公开宣称，鸦片是伪满洲国人民所喜欢的东西，

“政府为适应人民的需要，将来由政府专卖，准许人民领鸦片栽培证，许可栽种，领鸦片吸食证，公开吸

烟”。1932年9月，伪满组建了鸦片专卖筹备委员会。同年9月17日，伪满财政部发布了《明定暂行鸦片专卖

法施行规则令》，规定“县长、旗长或市长关于鸦片之搜集，提出保管及运搬与以便宜及保护”。［17］同年

11月30日，又公布了《鸦片法》，放纵鸦片的制造和吸食。《鸦片法》规定，每个人不论有瘾无瘾均可花手

续费五角去领取一张有效期为半年的吸食证，凭证买烟吸烟。“在日本侵略者看来，凡吸食鸦片的人是缺乏民

族反抗精神的人，对于这种人根本用不着费心，在东北沦陷区内一个人领了吸烟证如同得到一个护身符，有了

苟安一时的条件。至1937年全部登记的伪满洲国烟民高达1300余万人，而年龄在20岁到35岁的又占了全体烟

民的70%强”［18］当然这只是官方的保守数字，实际吸食者还要多得多。在这种情况下，伪满洲国几乎弄得

遍地罂花，处处烟馆。“七七事变之后，赫哲族饱受日本帝国主义者的蹂躏，家破人亡，民不聊生。为了谋求

生存，有些人在人迹罕至的深山密林中偷种罂粟，有偷种者必有偷贩，他们的勉强生存是以吸毒者们的慢性自



杀为代价的”。［19］ 

        日本特务机关规定，凡是25岁以上的赫哲族，按男女普遍配给鸦片，一般每人一天一份，多者二至三

份。因此饥寒交迫加上吸食鸦片，赫哲族惨死者不计其数。因此有民谣说:“为人不喝乌苏水，喝了乌水就变

鬼。活着大烟鬼，死了屈死鬼。”［20］ 

        此外，日伪还利用被“集村并户”的赫哲族的武装力量为其殖民统治服务，即“利用赫哲族为其‘维护

社会治安’的目的，强制性地在大屯河七里沁分别组建了由30多名赫哲族编成的‘山林队’，为其‘了解匪

情’，配合日军‘进剿’，为他们‘收官刀’(烟种植税)”。［10］(p.83)赫哲部落由于地处偏远，根本没有

什么医疗设施，由于烟毒的泛滥，很多人身体虚弱，患有疾病，不能及时得到医治，病死者很多。日本在中国

东北从占领起到“投降为止，鸦片和麻药使用日益增多”。［21］ 

他们为了扩大鸦片的生产，将“赫哲人赶到山里，强迫他们离开江边，丢掉渔业”，专门种植鸦片。“甚至灭

绝人性地把他们作为细菌武器的试验品，据调查所知，仅同江镇一地被迫移到青龙山去的100多户赫哲人，到

‘八一五’光复时，只剩下20多家人，大部分还带有严重的疾病”。［2］(p.389)“同江境内的赫哲人迁到所

谓的一、二、三部落”，在“短短几年，归并时候237名赫哲人死亡72人”。［22］鸦片的吸食不仅造成了赫

哲族人贫困和体弱多病，同时也造成了妇女的不孕，或是婴儿的高死亡率，使赫哲族的总人口迅速萎缩。 

        在东北沦陷的14年中，赫哲族人民受尽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残酷统治及精神和肉体上的摧残，“集村并

户”使他们离开了休养生息的家乡，传统文化失去了传承的根基，“出荷”与配给”则让他们挣扎在死亡线

上，而被迫种植鸦片则极大地摧残了他们的身体。这些殖民政策影响使赫哲族的人口大幅度减少，民族濒临灭

绝状态。尽管如此，赫哲族人民从未屈服，始终坚持不懈地与日本帝国主义展开斗争。“居住桦川县苏苏屯，

万里河屯”等村屯的赫哲族青年，“拉起了抗日队伍”，“参加了东北抗联第六军二师五团”。在东北抗日联

军的领导下，“转战于铃麦河、鹤立、萝北等地”。［23］他们给日本帝国主义以沉重的打击，为东北的光复

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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